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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青少年戲劇治療：憂鬱情緒青少年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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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探究運用戲劇治療於憂鬱情緒青少年的本土實踐經驗，研究方法採行動研究，結合「行動」

與「研究」，歸納整理2003年至2019年研究者執行憂鬱情緒青少年戲劇治療團體方案的實踐經驗，依據

使用不同的戲劇治療理論，將行動過程分四個階段：（1）心理劇階段：深入青少年創傷議題的處理；

（2）自傳劇階段：催化青少年於舞台上演出生命故事；（3）復原力階段：運用戲劇復原力觀點，強化

青少年的正向能力；（4）完備四個工作方法階段：培訓專業志工，完備憂鬱情緒青少年戲劇治療團體

方案「以物抒情」、「以角體情」、「以己理情」與「以群展情」的四大工作方法。從四個工作階段的

調整經驗得知，該方案以多重真實的內在結構平衡客觀真實的問題，同時處理個人主觀真實經驗，以自

我對話與增能解決修復創傷的阻抗，並藉由四個工作方法在隱喻中弄假成真，有助於憂鬱情緒青少年重

新連結個人的生命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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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憂鬱症是21世紀最重要的公共衛生議題之一。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以全球性疾病負擔（global burden of disease）的角度評析，全球
有5%成年人罹患憂鬱症，名列所有疾病當中的第二名（WHO, 2023）。憂鬱症不僅
造成個人在生理的病痛，更對人際、財務與家庭等層面造成多重影響。一項跨國研究

報告指出，在新冠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2019, COVID-19）全球大流行期間，各
國憂鬱症及焦慮症的患病率較之前有所提升，因憂鬱而導致失能的人口數亦增加，顯

示憂鬱症在當代仍是重要的公衛議題（Santomauro et al., 2021）。值得注意的是，在
兒童和青少年時期若曾罹患憂鬱症，到了成年時期再度罹患憂鬱症的風險，是一般正

常人的四倍（Chrisman et al., 2006）；在青少年時期，憂鬱症若未經過適切的處遇，
對其日後社會心理的發展、學業表現與同儕關係都有負面衝擊，且有較高的自殺意念

（溫桂君，2006；Bhatia & Bhatia, 2007; Piko & Fitzpatrick, 2003; Zubrick et al., 
2017）。
根據美國研究報告指出，過去10年間青少年罹患憂鬱症的比率增加幅度在所有年

齡層中位居首位（Weinberger et al., 2018）。國內的統計資料指出，臺灣青少年自殺
死亡人數連續三年創新高，校園意圖自殺人數2018年800多人，2019年增加至1,350
人，年增68%，意圖自殺人數大幅度增加（臺灣憂鬱症防治協會，2021）。另一份全
國性的研究資料亦顯示，國內青少年自殺問題日益嚴重，15歲至24歲自殺死亡人數，
由2017年193人成長到2019年257人，增幅33%，該族群自殺死亡率達9%，創下10年
來最高點（衛生福利部，2020），突顯青少年憂鬱症議題不論在國內或國外都是相當
重要的公衛議題，不只造成青少年情緒的負荷與低落，更直接影響青少年自殺人數與

自殺率的提升，其治療與處遇需要學界與社會大眾的重視。

為了提供憂鬱情緒青少年更好的治療與處遇，研究者採取行動研究（act ion 
research），結合「行動」與「研究」，針對已有憂鬱症診斷或有明顯憂鬱傾向但未
獲診斷的青少年，以戲劇治療處遇方式，解決輔導處遇工作現場遭遇的問題，並藉此

歸納整理研究者2003年至2019年自身實踐與逐步修正憂鬱情緒青少年戲劇治療團體方
案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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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少年憂鬱情緒與憂鬱症

為更深入理解憂鬱情緒青少年，研究者嘗試從過去研究經驗中尋找認識的端倪。

檢閱過去文獻發現，有學者在討論青少年「憂鬱」的概念時，將其分為憂鬱情緒

（depressed mood）、憂鬱症候群（depressive syndromes）、憂鬱疾患／臨床上的憂
鬱症（depressive disorders/clinical depression）三種不同的概念，也是青少年三種不同
程度的憂鬱，不過此三種概念並非具有累進效果的相同症狀，而是三個層級的不同症

狀群集（Compas et al., 1993）。其中憂鬱情緒可能藉由生活中各式各樣的環境或事件
所引起，情緒維持的時間長短不一，與其他的問題也未必存在一定的關聯性。而憂鬱

症候群乃因憂鬱情緒，導致在生活中表現出的生理症狀，例如：食慾不振、喪失活

力、失眠、體重減輕等。憂鬱疾患／臨床上憂鬱症的指稱必須符合精神醫療的診斷程

序，通常憂鬱症狀嚴重程度會增加個體生活功能損害的危機；換言之，憂鬱情緒與憂

鬱疾患之間的關係可能是交集且相互影響。

Ingram與Price（2001）指出，即使個體從憂鬱症中康復，但仍須留意促使憂鬱情
緒持續發生的脆弱因子（vulnerability）；若生活情境裡的脆弱因子未能移除，或未受
到重視，則可能導致憂鬱情緒的慢性化與長期化，變得更加棘手。陳毓文（2004）指
出，應該從「預防」角度理解青少年的憂鬱情緒，因為憂鬱情緒越多的青少年，其症

狀可能延續到成年期，增加發展成憂鬱症的危險。綜上所述，顯見針對憂鬱情緒進行

探究，將是協助青少年處遇的重點。因此，本研究將青少年戲劇治療的處遇條件聚焦

於憂鬱情緒，而非達到臨床診斷標準的憂鬱症。

二、青少年憂鬱情緒的多元治療途徑

青少年的憂鬱情緒與憂鬱症被視為不同程度的症狀叢集（Compas et al., 1993），
過去達到臨床診斷的憂鬱症被視為疾病，常用生理與病理角度採取藥物治療，美國精

神科醫師Mondimore（2002）指出，藥物治療是當代治療嚴重情緒疾患的基礎，但是
心理治療仍有其不可替代性，對於尚未達到臨床診斷憂鬱情緒的治療方法更是如此；

因此，陸續有學者針對不同程度憂鬱情緒青少年，採取個別心理治療與團體心理治療

處遇工作。

（一）個別心理治療

心理治療有助於協助憂鬱情緒青少年處理挫敗的人際關係或過往創傷性的經驗，

重建青少年的自我概念，並學習更成熟的壓力因應策略。在心理治療的方法當中，文

獻顯示認知行為治療與人際心理治療是過去研究證實有效治療方法（郭志通、張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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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2012）。其中認知行為治療假設低落的心情是受到憂鬱的思考模式所影響，加上
僵化的生活模式限制了正向反應的發展；因此，認知行為治療強調可透過行為改變技

術和挑戰既有負向思考來治療青少年的憂鬱，例如：鼓勵青少年投入有興趣的活動、

運動與社交，開發新的社交技巧、紓壓活動及問題解決方法等，並提升自我情緒的覺

察，轉化既有的負向思考模式（Compton et al., 2004）。反之，也有學者認為認知行
為治療不適合幼兒，或難以用語言表達自己的兒童和青少年（Feniger-Schaal & Orkibi, 
2020）。
人際心理治療進一步將治療由當事人的內在思考模式，轉移至當事人的人際問

題，認為人際問題改善將有助於憂鬱症狀的改善（唐子俊，2018）。由於青少年正處
尋找自我認同的發展歷程，需不斷與外界互動，並逐步將與外界互動的結果內化為自

我認同，罹患憂鬱症之青少年若與外界互動經驗的結果為負向，便容易將此結果連結

為自我的失敗與不足（Mondimore, 2002）。加上該發展階段適逢求學階段，人際互
動以學校與家庭生活為影響青少年心理發展最主要的環境脈絡因素（江守峻等人，

2020）。對此，該治療著重協助青少年面對憂鬱的五大焦點議題：（1）處理患者與
失去心愛的人有關的悲傷；（2）患者與家庭成員或朋友之間的角色紛爭；（3）角色
的轉變，如搬家、畢業或與同儕之間關係的開始或結束；（4）處理人際衝突，特別
是結交和維持關係等社交技巧；（5）排除單親家庭中的關係障礙，協助青少年跨越
關係中的失落與衝突（Carr, 2008）。但不論是認知行為治療或是人際心理治療，仍
是以個別談話為基礎的心理治療形式。

（二）團體心理治療

不同於個別心理治療的介入方式，團體心理治療的處遇策略側重於成員間多元觀

點的交流與互動。對於青少年而言，團體心理治療考量青少年在發展階段中著重「尋

求同儕認同與關係建立」（謝麗紅、陳尚綾，2014；Ross & Heath, 2002），以同儕支
持為基礎的工作模式具有治療上的優勢。許多研究已指出，同儕團體對於青少年憂鬱

情緒的復原有著重要的影響力（王齡竟、陳毓文，2010；Young et al., 2005）。 
Mondimore（2002）指出團體心理治療可能對於青少年特別有用，因為青少年較願意
跟同儕討論內在的感覺，相較於成年治療師給予的回饋，青少年更容易接受同儕的意

見。吳中勤（2014）的研究指出，同儕支持有助於發展情感的連結，重建依附關係，
進而抑制憂鬱情緒的發生與惡化。相關研究也認為，與他人建立正向依附關係的青少

年較少憂鬱情緒（Millings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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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受限於心理發展階段之特性，使得青少年有著反抗權威與尋求自主的需求

（程小蘋、林幸足，2003；Sommers-Flanagan & Sommers-Flanagan, 1995），且「心
理治療」一詞對於青少年而言易有負面標籤之意涵（Barrett & Rappaport, 2011），使
青少年在團體心理治療過程中容易產生阻抗（resistance），較無法如同成人心理治療
團體那般容易進行。因此，如何在團體心理治療過程中引入符合青少年心性發展需

求，消除青少年可能產生之阻抗與負面標籤，協助青少年在團體中建立同儕依附以緩

和憂鬱情緒，是青少年團體心理治療的重點。

在團體心理治療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戲劇治療結合「戲劇」與「治療」，提供

以非語言溝通媒介，引導當事人在戲劇的探索與創作歷程中，達到療癒的目的

（Jones, 1996）。換言之，戲劇治療結合多元藝術媒材，有別於一般口語表達形式的
團體心理治療方法，透過戲劇舞台形構出青少年所處的社會環境脈絡，貼近他們的經

驗，同時也能幫助當事人創造出一個「我」與「非我」、治療師與當事人，以及內心

世界和外在現實之間的「過渡性空間」（the space between），讓青少年得以離開現
實的個人與家庭經驗，以虛擬角色或隱喻式的遊戲，探索多元情緒經驗，創造生活新

的可能性（Iordanou, 2019; MacCormack, 1997）。一方面，提供青少年在安全地玩耍
中重建健康的依附過程；另一方面，也促進青少年找到自我對應問題情境的潛能

（Bannister, 2003; Evans, 2013; Iordanou, 2019）。在過渡性空間中，青少年能透過虛
擬的角色與故事題材，營造安全的心理距離，藉由角色扮演，創造語言和非語言的互

動，進而表達內在情感（財團法人台北市敦安社會福利基金會，2015），其創造性的
歷程，一則有助於覺察情緒，整理與表達內心難以言說的家庭情感與經驗，學習、實

踐與面對生命的課題（張志豪，2018；Jennings, 1992; Landy, 1994; Shepherd, 2014）；
二則幫助他們整理內在隱微且難以言說的成長經驗，發展自我認同（張志豪，2019，
2020；Geiger et al., 2020; Millbrook, 2019; Shuttleworth, 1981）。

Emunah（1994, 2005）曾表示，戲劇治療能夠涵容各種衝突情境，使青少年將其
衝突情緒與衝動行為，轉化為正向且具有建設性的表達與演出經驗。青少年戲劇治療

的核心治療機轉包括：（1）增加情緒涵容能力：青少年透過物件與虛擬的角色，營
造足夠的心理距離，減少敘說自身的焦慮與壓力，可接觸、述說內在的情緒與感受；

（2）找出不同的可能性或發現新的行動意義：青少年由於心性發展尚未完全成熟，
面對生活或人際困局可能只會採用僵化的行為因應，透過戲劇治療有助於青少年在舞

台上嘗試新的行動；（3）發現角色的意義：戲劇治療透過虛擬的角色，使青少年逐
步在角色探索與扮演中，表達自我真實的情感，進而再現生活的情緒經驗；（4）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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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內在自我照顧父母：青少年透過不同的角色，經驗自我效能感後，發展內在自我滋

養的可能性，戲劇治療在青少年工作中可充分展現其優勢與效能（Emunah, 1994）。
近年來，戲劇治療也被運用於特殊青少年議題，如協助亞斯伯格綜合症、智能障

礙及重度人際退縮的年輕人，協助擴大人我的知覺體驗與增進社交能力（Dix, 2015; 
Geiger et al., 2020; Millbrook, 2019; Wilmer-Barbrook, 2013）。也有研究證實戲劇治療
有助於憂鬱症青少年轉化內在心境面對憂鬱情緒（Sawaya, 2013），以及自閉症兒童
青少年調節情緒（D'Amico et al., 2015; Godfrey & Haythorne, 2013），顯示戲劇治療相
當適合兒童及青少年。其中Sawaya（2013）在戲劇治療歷程中導入家庭系統理論，引
導憂鬱情緒青少年透過戲劇再現家庭衝突的場景，協助青少年換位思考，發展面對與

家庭衝突的因應能力。Omasta等人（2020）則是將生命故事改編成具體的戲劇演出，
有助於當事人將複雜抽象的憂鬱情緒轉化成可被理解與被閱讀的自傳劇作品，增進觀

眾對演出者憂鬱情緒的共感與認識。此外，戲劇治療也嘗試將治療的焦點由心理創傷

療癒轉向開展當事人的復原力，如同Millbrook（2019）導入Lahad復原力的觀點
（Lahad, 1992, 2017; Lahad et al., 2013），發展出線上戲劇治療的工作模式，協助受抑
鬱、焦慮和強迫症影響之青少年，藉由故事敘說提升其生活中運用自我信念、情緒調

適、社會資源、想像力、認知學習與身體活動六個面向，去拓展自我的復原力，開創

生命新的可能性。

然而，戲劇治療依照虛構與真實的取材焦點，及歷程性與作品性的工作方法不

同，因而涵蓋多元的取向（Bailey, 2020）（如圖1），究竟何種取向較適合協助處遇
憂鬱情緒青少年，目前學界未有定論，亦缺少共識。因此，本研究希望能以行動研

究，回顧與反思研究者長期在青少年戲劇治療領域中的本土實踐經驗，期能歸納整理

出有助於緩和青少年憂鬱情緒的可行策略與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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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戲劇治療派典

註： 翻譯自"What is drama therapy? ," by S. Bailey, 2020, Drama Therapy Central (http://
www.dramatherapycentral.com/what-is-drama-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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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取向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檢視、回顧與反思不同階段憂鬱情緒青少年戲劇治療團體方

案多次的修正與調整，以解決實務執行困境的本土實踐經驗。蔡清田（2015）指出行
動研究的意義在於，在實務情境中，依據實際問題進行研究，並發展解決問題的有效

策略，藉由策劃（p l a n n i n g）、行動（a c t i n g）、觀察（o b s e r v i n g）與反思
（reflecting），彼此回饋與修正，再次策劃（re-planning）、再次行動（re-acting）、
再觀察（re-observing）與再反思（re-reflecting），以解決實務問題。因此，行動研究
不僅需要標定有待解決的問題，更需要動態調整方法以適切的回應所遇到的問題。陶

蕃瀛（2004）提出「行動研究螺旋」（spiral of action research cycle）的概念，強調在
行動過程中觀察蒐集資料、反觀鏡照，並產生新的行動選擇的螺旋發展概念。換言

之，行動研究強調在真實情境中遇到困境，透過觀察、蒐集資料、反思、研擬與更新

行動策略，呈現出不斷修正的歷程。

本研究以國內某基金會憂鬱情緒青少年戲劇治療團體方案為研究場域，歸納整理

2003年至2019年間該方案的執行歷程，即策劃、行動、觀察與反思後發現新的問題，
進而分析反思新的問題，再重新策劃調整團體工作方法、再行動、再觀察、再反省的

行動螺旋歷程，共區分成「心理劇階段」、「自傳劇階段」、「復原力階段」與「完

備四個工作方法」四個階段。其中2003年至2005年初期「心理劇階段」主要基於研究
者對於青少年憂鬱議題的理解、文獻討論青少年憂鬱症成因的生活情境脈絡，以及基

金會當時針對憂鬱情緒青少年輔導處遇到的問題，擬定團體的行動策略。研究者在

2006年至2010年「自傳劇階段」主要透過研究者的團體觀察與反思，找出改善或解決
問題方式，並針對前一階段行動策略進行調整。2011年至2015年「復原力階段」仍透
過研究者對團體觀察與反思，聚焦於非治療性的工作方法，擇以正向積極的優勢觀點

切入，建立起專業志工培訓，發展新的行動策略。2016年至2019年「完備四個工作方
法」則透過前三個階段的行動結果與回饋，強化專業志工培訓，完備戲劇治療四個工

作方法，縮短未來治療工作者獨自摸索所需的時間。

二、研究資料蒐集與檢核

憂鬱情緒青少年戲劇治療團體方案執行前有8至12小時團體帶領者培訓工作，以
利團體帶領者瞭解憂鬱情緒青少年的身心發展議題、團體動力、團體帶領技巧及戲劇



41探索青少年戲劇治療

治療工作方法訓練；此外，方案執行後也會進行方案檢討會議，以利下一階段行動策

略的調整。由於該方案自2003年到2019年舉辦團體共歷經17年相關資料極為龐雜，故
本研究將所蒐集的資料聚焦於：（1）研究者個人的田野反思筆記，記錄不同階段團
體修正的省思經驗；（2）該方案執行社工訪談與相關團體的記錄檔案，確認團體的
規劃、帶領與設計方向；（3）訪談基金會個管社工，確認與核對當時方案調整，學
校憂鬱情緒青少年轉介，及調整後個案追蹤的個別化需求等相關事宜；（4）基金會
提供2012年至2019年團體結案報告與基金會2004年度至2019年度工作報告。
此外，由於研究者在憂鬱情緒青少年戲劇治療團體方案中，研究場域的多重角

色，易有「球員兼裁判」之嫌，為了避免研究者個人省思紀錄撰寫的盲點，以及專家

視角理論先行的發展觀點，研究者在歸納與整理研究資料時，一方面，邀請第二作者

協同訪談，共同分析整理資料；二方面，研究者也在資料整理初期邀請幾位當時團體

帶領者，形成研究討論團體，檢視四大工作方法；三方面，研究者在撰文的過程除了

盡力核對當時會議紀錄、團體結案報告與基金會年度工作報告，並邀請當時方案執行

社工與個管社工，共同檢視方案執行脈絡，協力確認不同階段工作取向轉折，以完整

呈現將戲劇治療運用於憂鬱情緒青少年的行動與實踐歷程。

參、研究結果

一、行動的心理劇階段

在帶領憂鬱情緒青少年戲劇治療團體方案初期，研究者對憂鬱情緒青少年的認識

主要立基於個人經驗，以及過去文獻對於青少年憂鬱議題的討論與理解，為能更貼近

憂鬱情緒青少年的生活經驗，並達到「治療」的效果，當時「過夜的團體，……好好

整理他們的憂鬱情緒的經驗，……用心理劇的方式去處理他的一些內在創傷。」（研

究者反思筆記2022-05-30）在為期二天一夜工作坊形式的團體現場，團體帶領者從個
人憂鬱症狀著手，整理個人的創傷與生活壓力經驗，並利用同儕建立情緒支持，檢視

人際互動、學校適應與原生家庭等議題，進行演出。「成員可以在很短的時間之內進

入團體，……對憂鬱青少年在自我覺察與提升自我功能是有助益的。」（2004年度工
作報告）2005年團體工作報告亦指出，青少年對於活動滿意度高達95%以上（2005年
度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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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幫助憂鬱情緒青少年看見個人在創傷裡面的無能為力，或是面對生活的壓力

與家庭狀況衝突，藉由舞台重演過往經驗，進行創傷處遇及修復，但方案結束後，礙

於團體有限的時間架構，未能針對青少年揭露的創傷議題進行追蹤輔導，反而使一些

青少年陷入更深的憂鬱狀態，導致成員流失。如個管社工提到學生的反應：「那個內

容太深，或者是太沉重，……團體的信任感，或者是自己的心理預備度其實都沒有調

整好。」（個管社工訪談2023-04-19）杜家興等人（2022）認為，當團體帶來強烈的
情緒經驗，憂鬱症個案由於自身的脆弱性，或尚未準備好於團體中自我揭露等因素，

便容易出現成員流失之現象。

此外，在行動初期，團體帶領者的核心任務是催化團體成員能夠投入團體治療的

情境與架構當中。研究者認為青少年受到憂鬱症疾病因素之影響，尤其是鬱症

（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或是使用藥物輔助的關係，使得青少年團體成員參與
團體的過程顯得疲倦且缺乏參與興趣（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如同
研究者在田野筆記的描述，由於成員缺乏興趣和參與動力，使得團體動力凝聚困難，

遇到「僵局」（impasse）。一般而言，僵局的產生對於團體動力容易產生負向影
響，尤其在團體初期若無法有效解決僵局，可能導致成員流失，團體帶領者需要認真

以對（Yalom & Leszcz, 2005）。對戲劇治療而言，身體是戲劇與角色呈現主要的載
體，若憂鬱情緒青少年無法在身體動能上進一步活化，亦無法投入整個戲劇治療的歷

程中。

「可以觀察到他們其實不太愛動，而且身體是比較僵硬、內縮的，感覺不太

想要參與活動。一些對於青少年應該要很有吸引力的活動，他們好像也玩不

太起來，好像都是co-leader在自嗨。」（研究者反思筆記2014-07-10）
研究者觀察到幾次團體活動下來，雖然憂鬱情緒青少年會因疾病症狀而難以投入

團體活動當中，但卻在非正式的團體活動，或者休息時間產生些許動能，如同研究者

田野筆記的記載：

「我發現，他們有一個狀況會比較活起來一點，那通常是他們在下課或上廁

所的時候，或是平常在休息聊天的時候，他們在這些時刻好像會比較有動

能、比較有活力，但是一進到團體情境裡面就又回到原樣。」（研究者反思

筆記2013-01-22）
因此，研究者開始思索，團體中憂鬱青少年的疲倦及缺乏動力或許並非完全受疾

病因素影響，也可能是對於心理治療的抗拒，青少年接受心理治療有著「低求助意

願、非自願性」等特性（Karver & Caporino, 2010）。對此，社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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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很多憂鬱症、有憂鬱情緒的孩子，他們可能都用了一陣子的藥物，然

後也嘗試過心理諮商，他們其實對諮商停滯不前的狀態其實是不耐煩的，或

者是很抗拒的。」（方案執行社工訪談2023-04-03）
研究者試著對青少年困難投入團體的現象進行詮釋性的理解，或如個管社工的描

繪一般「有可能是他們還沒有準備好，或者是有可能又勾起他們哪一些回憶。」（個

管社工訪談2023-04-19）
「憂鬱症、憂鬱情緒的青少年較難投入團體，造成這種現象，到底是疾病、

還是因為他們本來就對心理治療很抗拒？其實很難判斷，但至少我看見讓他

們放鬆、重新活過來的可能性就是『非正式的同儕互動』，而不是我們原本

以為的心理治療。」（研究者反思筆記2013-02-56）
當時研究者所處的團體心理治療現場，在未有嚴謹的研究設計之下，研究者無法

具體分辨，讓青少年困難投入團體究竟是憂鬱症的疾病，或是對於心理治療的抗拒。

而行動研究的精神提醒研究者，更重要的是如何引入適切的行動策略以解決實務困

境，而非停留分析行為背後的確切原因。

二、行動的自傳劇階段

「95年開始，我們有去做了校訪，……我們還帶照片啊！活動的一些資料去
跟學生做介紹這個團體，……每一個學生來之前，一定要做一次的訪談，…

…不希望他是被強迫而來的。」（個管社工訪談2023-04-19）
礙於活動經費的緊縮，為減少流失率，服務更多的學生，2006年進行四個面向的

調整。首先，透過到校訪問與學生會談，有助於學生主動自我評估，提高參與度，避

免直接切入個人創傷經驗卻未能延續追蹤輔導的缺失。其次，增加同儕支持，「那如

果他覺得一個人很孤單，他也可以邀請他一個好朋友一起陪他來。」（個管社工訪談

2023-04-19）三則，為避免團體時間過短，將團體改為四個月，每月一次團體，每次
團體以二天一夜工作坊形式進行，共計八日。四則，為了提高青少年團體投入程度，

將活動拆為不同單元設計，社工建議「活動變得比較輕快一點，然後比較不要談那麼

深的東西。」（研究者反思筆記2022-05-30）在自傳劇推行的初期，一開始仍傾向以
治療為目的，「希望能夠進入他們真實的生命經驗，去看他的問題出在哪裡，檢視他

的困境，別人會來怎麼解決。」（研究者反思筆記2023-03-01）藉由團體觀察與反
思，研究者進一步調整工作方法，嘗試以「非治療性活動」創造安全距離，提升成員

的投入程度，積極參與活動，並透過「自傳劇」，由研究者帶領團體協同領導者，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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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以「演戲」的方式，整理與呈現自己的生命故事，進而邀請憂鬱情緒青少年參與自

我生命經驗的自傳劇創作與演出，研究者預期「沒有一定要去治療他的什麼過去的創

傷，比較是鼓勵他們把他們的生命經驗演出來。」（研究者反思筆記2022-05-30）用
以改善因過度沉浸負向情緒而抗拒投入團體的問題。

雖然2007年後續團體的成效評估中，有95%的青少年表示自己在參加團體後更認
識自己的情緒，並在團體中感受到同儕支持，讓自己更有勇氣面對生活上的問題

（2008年度工作報告）；2009年調查中，雖有90%的青少年表示自己參加團體後更瞭
解自己，增加正能量，也更能勇敢面對問題，提升自信心（2009年度工作報告），但
這個階段研究者和方案執行社工都注意到，以自傳劇的方式，在團體中協助憂鬱情緒

青少年分享與整理自己的生命經驗時，曾出現憂鬱情緒青少年自我揭露不易，以及憂

鬱與自殺經驗交流兩種負向影響，恐如雪球般越滾越大。

「自傳劇取向工作模式，需要高度的自我揭露，對於憂鬱的青少年而言，剛

接觸團體就需要自我揭露分享生命故事，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且在尚未建立

安全且信任的團體氣氛之下進行，更為不易。」（方案執行社工訪談2023-
03-10）
「憂鬱情緒的孩子，……談著談著，有時候就變成是在交流他們如何自我傷

害啊！或者是挫折的經驗，有時候好像滾雪球，負向情緒就來越來越大。」

（研究者反思筆記2022-05-30）
高憂鬱情緒及憂鬱症的青少年自殺風險較高（王迺燕等人，2011）。在行動初

期，研究者遇到憂鬱情緒青少年「在團體中交流自殺經驗」的難題，研究者在田野筆

記曾記載：

「團體成員們聚在一起在討論他們的自殺事件，就是自殺經驗。有時候他們

會討論是用什麼方法自殺？」（研究者反思筆記2013-04-36）
「有些人會鉅細靡遺去描述他的自殺行為，有些人還會分享一些坊間的自殺

的一些方式。」（研究者反思筆記2013-05-22）
青少年在團體中討論自殺經驗，這令研究者相當擔心，因為「自殺模仿效應」

（the Werther effect）的觀點已提醒我們，自殺行為很有可能經由人際間相互討論、相
互傳播資訊進而產生行為的模仿，也就是自殺的模仿（Phillips, 1974）。尤其青少年
在心性發展不成熟的狀況下，更可能產生模仿行為。

研究者身為團體的帶領者，有責任保護每一位團體成員的安全。依據倫理守則，

研究者應將團體成員的生命安全擺在最優先的位置，任何有關生命安全的風險都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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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以對。因此，研究者將此現象轉知個管社工，請個管社工進行個別性會談與自殺

通報需求評估。其次，促使研究者進一步思考，除了個別會談與依法通報之外，團體

還可以做些什麼？研究者曾在田野筆記上記錄當時青少年在團體中討論自殺經驗的反

思，可惜當時尚無立即性的答案。

「我感覺他們沒有辦法轉出一些正向的能耐，好像覺得那個群體中沒有別的

聲音了，大家共同的聲音就是在憂鬱的狀態裡，繞來繞去找不到出口。」

（研究者反思筆記2013-05-26）
為了解決自傳劇取向工作模式高度自我揭露，團體建立不易，「生命故事演出

來，收不了尾。」（研究者反思筆記2023-03-01）「需要時間成本，不符合方案成效
（包含投入經費、人力）。」（方案執行社工訪談2023-03-10）且時間拉長，成員流
失率提高；因此，研究者透過對於憂鬱情緒青少年在團體心理動力上的理解與反思，

進而認為「憂鬱不是問題，而是一個個被等待聆聽、被看見的故事。」（研究者反思

筆記2008-10-17）選擇以正向積極的優勢觀點切入，逐步發展行動策略，嘗試降低團
體時間成本，並解決青少年在團體中談論自殺經驗所帶來的僵局。

三、行動的復原力階段

2011年團體成效評估中，有90%以上青少年表示自己參加團體後，學習到人際互
動技巧，以及如何表達自己的情緒（2011年度工作報告）。然而，2012年基金會為了
降低團體的時間、經濟與人力成本，決定將原憂鬱情緒青少年戲劇治療團體方案改為

二個月，每月一次團體，每次團體以二天一夜工作坊形式進行，共計二日。研究者導

入復原力的觀點，調整並聚焦於非治療性的工作方法，2012年開始該團體目標強調
「透過多元團體型態，強化青少年正面能量，創造成功經驗提升自我價值。」（2012
結案報告）以單元性體驗活動的方式，運用表達性媒材，協助青少年肯定自我與憂鬱

情緒共處的能耐及發展出的因應能力，避免青少年因憂鬱情緒過度將自我病理化，而

能透過自我增能的過程中，重新意識自我的能力，達到正向自我定錨的作用。

「不要那麼明顯的好像要去整理個別的生命經驗，而是大家一起做一些那個

情緒教育的東西。」（研究者反思筆記2022-05-30）
「把故事變成一種共同的案例，降低自己是主角的壓力，讓其他的人能夠來

參與這個案例，而不是我的創傷經驗好像大家都在看我。」（研究者反思筆

記2023-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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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研究者改以「以物抒情」與「以角體情」為主題的工作方法，嘗試用問題

外化的方式拉出彼此分享討論的心理距離，達到過度距離化（over distancing）的效
果，以進行情緒教育。為使青少年在團體中分享討論的內容有更多的同理與回應，基

金會展開大學生關懷志工的專業訓練，使其發揮正向觀眾的效應，「他們需要一個說

話的地方，一個可以『聽他們在說什麼？』、『想說什麼？』的舞台。」（2012結案
報告）透過認識憂鬱情緒青少年背後的故事，使他們感受到正向的回饋，獲得情感的

支持與陪伴，達到正向且積極的互動關係，拓展生活復原力。

「志工以一對一陪伴方式陪同青少年成員參與團體，扮演的角色既是團體的

參與者、示範者，也是團體的觀察者，更是青少年的陪伴者。」（方案執行

社工訪談2023-03-10）

（一）發展「以物抒情」工作方法

在「心理劇」與「自傳劇」階段，研究者發現憂鬱情緒青少年對團體活動缺乏參

與的動力與興趣，難以投入團體歷程。因此，研究者在行動「復原力」的階段放棄採

用多數青少年喜歡的暖身遊戲與競賽活動，轉向非治療性活動設計，使青少年能在不

耗費力氣，卻又能獲得參與成就感的方式。如同研究者在田野筆記中所記錄的：

「尊重此時此刻團體成員的疲倦及低參與度、但同時又能夠漸漸融入團體情

境當中。」（研究者反思筆記2013-06-11）
「不要一開始就要求他們的身體進入活動當中。我在想，有沒有比較間接的

東西？讓他們不會感覺到正在被治療、或者被要求積極活動，讓他們沒有負

擔的參與。」（研究者反思筆記2013-06-23）
研究者基於這樣的想法與原則，萌生了「以物抒情」為主題的工作原則。讓成員

在自由、放鬆的氛圍下，重新打開感官知覺，去接觸友善的團體空間與戶外環境，舒

緩心中的壓力與情緒，找回身體的控制感。

「鼓勵成員兩兩一組，一人當導遊兼導盲犬、一人當盲胞，一周在活動場地

的戶外空間散步，並收集一二件最有感覺的物件，如石頭、落葉等，再回到

團體中分享。」（研究者反思筆記2013-06-23）

（二）發展「以角體情」工作方法

當憂鬱情緒青少年透過「以物抒情」足夠的暖身後，逐漸能夠融入團體情境，研

究者接續規劃「以角體情」的工作方法，引導青少年透過虛擬角色的創作與扮演，使

青少年能在安全的心理距離下，將自我內在的情感與想法隱喻式與象徵化地進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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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如同團體中青少年將自己隱喻成「一朵不會開的花」或是「又大又笨重的鯊

魚」，這些虛擬的角色都表徵著青少年憂心身材過胖，又不知道如何跟其他人交朋友

的部分挫敗自我形象與狀態。研究者也觀察到憂鬱情緒青少年在心性發展尚未成熟，

較容易困在既定的角色與情境當中「憂鬱常常會陷入自己的觀點，而且只有負向的觀

點」（研究者反思筆記2019-10-13），「你如果要他講一個跟他的生命太近的東西他
就會很焦慮。」（研究者反思筆記2019-10-13）因此透過戲劇的情境，提供當事人足
夠的心理距離，以不同的角色進行情感的體驗，學習換位思考，發展較為彈性的認知

功能（Jones, 1996; Landy, 1994）。如研究者的田野筆記所提到的：
「透過戲劇，他可以進入到不同的角色中，有時候他是被害者、有時候他是

加害者、旁觀者、甚至是拯救者，這樣的過程讓他的視角變得比較豐富。」

（研究者反思筆記2014-02-13）
為了更有效推展「以物抒情」與「以角體情」的工作方法，幫助憂鬱情緒的青少

年五感體驗，在環境裡面放輕鬆，找到他自己的正向能量，也找回對自我的勝任感。

研究者注意到2012年至2015年團體結案報告中提及志工專業不足與志工培訓的議題，
並在總檢討時針對志工參與團體活動的角色、能力與特質等，進行評估與回饋分享：

「為讓志工能夠在進入團體前更瞭解可能遇到的狀況與問題，在訓練上增加

團體狀況模擬課程，讓志工瞭解未來遇到問題時，可以怎麼做因應與運用，

且瞭解所要扮演的角色及功能，能適時的有效引導成員進行分享與討論。」

（2012結案報告）
2015年開啟了專業志工的培訓工作，賦予志工不同的工作任務，降低志工無法立

即性反應或深入帶領團體的現象，並於2016年團體中明確分派志工任務，包含參與各
項訓練與籌備會議、陪同參與團體、觀察陪伴與催化青少年參與團體及回饋分享討

論、撰寫觀察紀錄等（2016結案報告）。
「有時候志工會不清楚自己的角色任務是什麼，……不管是憂鬱症的認識，

或者是要怎麼樣陪伴憂鬱症的青少年。」（個管社工訪談2023-04-19）
「雖有召開行前籌備會議，但在實際操作上協同參與的團體的志工對於運用

此課程背後相關的意涵未能深入瞭解，以至於無法在帶領上更深入的討

論。」（2016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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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備行動的四大工作方法

由於「復原力」階段發展出來「以物抒情」與「以角體情」方法日趨成熟，伴隨

著專業志工培訓與督導工作模式，大學生陪伴志工長期專業訓練與穩定參與團體服務

下，發揮示範、支持、陪伴、觀察等功能，累積足夠催化團體歷程與深化青少年個別

生命經驗整理的能力，2016年結案報告中進一步強調志工扮演「陪伴、催化青少年參
與團體課程與回饋分享討論」的角色，成效評估也指出，全數青少年皆對課程表達滿

意，認為透過團體課程讓他們感受到夥伴的支持與陪伴，表示透過體驗教育活動，亦

可建立團體凝聚力，以及信任與支持的團體氣氛（2016結案報告），2018年後不再檢
討志工培訓不足的議題，使研究者有條件延伸團體工作成效，發展出「以己理情」與

「以群展情」的行動策略，並透過行動結果的回饋，完備戲劇治療運用於憂鬱情緒青

少年的四大工作方法，以因應憂鬱情緒青少年戲劇治療團體之困境。

「到後期志工們也比較清楚知道自己的定位，他們團體能夠催化能做什麼，

甚至於他們有點被我們訓練成像co-leader。」（研究者反思筆記2023-04-
19）
此外，根據2016年與2017年方案評估指出，全數青少年皆滿意透過團體課程協助

成員增進自我情緒的覺察，瞭解自己情緒的變化（2016結案報告與2017結案報告）。
2018年僅有一位青少年表示「因為情緒較複雜，且並未全程參與團體，……在短時間
認識自己的情緒較困難」，其他青少年皆滿意自己在團體中更加認識自己的情緒

（2018結案報告），可以看出四個行動策略有助於憂鬱情緒青少年在安全的玩耍空間
中，將舞台上虛擬角色的創造與扮演，轉化為生活中真實角色的探索與連結，讓青少

年更能經驗自己不同的身體體驗與情緒感受。

（一）以物抒情

在「復原力階段」發展「以物抒情」為主題的工作原則，持續運作的結果。研究

者發現，在「以物抒情」的工作方法中，能夠讓憂鬱情緒青少年在較少負擔、低度參

與的過程中漸漸投入團體中。研究者依據「以物抒情」的工作原則，運用非治療性活

動降低阻抗，進行活動設計，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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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以物抒情」的團體目標及活動設計

階段
戲劇治療 
理論基礎

核心目標 活動名稱 活動設計

以物 
抒情

Jones（2007）戲劇能力 
（play-drama continuum） 
發展理論

採用非治療性、
低身體動能性的
活動設計，讓憂
鬱情緒青少年與
環境物件互動，
藉此降低阻抗，
逐漸融入團體歷
程中

尋寶遊戲 請青少年兩人一組，共
同到戶外尋找工作人員
事先埋好的字卡，蒐集
齊全可換取獎品

五感開發 請青少年兩人一組，分
別扮演「盲人」跟「引
導員」，引導「盲人」
到戶外，請青少年用感
官經驗描述戶外的各種
感覺

我與大自然 在戶外任意選擇一個喜
歡的物件，請青少年敘
說這個物件跟自己的相
似之處

（二）以角體情

在「復原力階段」發展「以角體情」為主題的工作原則，持續運作的結果。研究

者進一步將工作重點聚焦於幫助憂鬱情緒青少年透過「虛擬的角色與虛擬的故事」貼

近他們的情感經驗。如表2所示，研究者發展出的活動為：（1）「生命劇場」：由受
過訓練的專業志工演出的虛擬故事，這也奠基於研究者在行動過程中對於憂鬱情緒青

少年的觀察，因為憂鬱情緒青少年困難將自己的感覺訴諸於語言，但是讓青少年觀看

戲劇演出後表達感覺卻較為容易；（2）「語句完成」：讓青少年創造一個虛擬的角
色，並依照常見的故事，讓青少年描述虛擬角色的生活轉折，有機會對角色產生共鳴

或換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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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以角體情」的團體目標及活動設計

階段
戲劇治療 
理論基礎

核心目標 活動名稱 活動設計

以角
體情

Jennings（2010） 
具現-投射-角色

透過虛擬角色與
虛擬故事情節，
藉以貼近憂鬱情
緒青少年的內在
情感經驗

海底總動員 請青少年扮演海中的三個
角色，分別代表：「受害
者」（小丑魚）、「加害
者」（鯊魚）、「旁觀
者」（海葵）

生命劇場 透過社工訪談蒐集青少年
的生命事件，由志工透過
虛擬的角色演出相似的故
事

語句完成 讓青少年創造一個虛擬的
角色，並依照以下的結構
述說角色的故事：「從前
從前⋯⋯有一個⋯⋯然後
每天⋯⋯直到有一天⋯⋯
因此⋯⋯最後⋯⋯」

（三）以己理情

在「以物抒情」與「以角體情」階段後，研究者觀察到團體漸漸進入工作的核

心。當憂鬱情緒青少年漸漸從原本較為退縮、無興趣、低身體動能的狀態，漸漸變得

能夠談論自己，也與同儕間建立起信任關係，可進一步幫助表達他們對自己感受的想

法。雖然此階段是團體工作的核心，但是此階段的工作重心是緊扣著前一階段而來。

例如：「以角體情」的活動「海底總動員」讓青少年扮演三種角色之後，研究者會讓

青少年進一步將活動中的感受與真實生活中的情緒經驗相互連結，如研究者田野筆記

的描述，此時憂鬱情緒青少年就能夠從活動中連結到真實自己的情緒經驗。

「在玩完海底總動員之後，我通常會拉回他自己，例如會問他，在現實生活

中你比較像是小丑魚還是鯊魚？每個人都會有不一樣的答案。有的人會說自

己像是孤獨的鯊魚，體型大但是沒有朋友；或者有人會覺得自己像小丑魚，

每天戰戰兢兢躲避各種事情。」（研究者反思筆記2018-10-11）
如表3所示，「以己理情」讓憂鬱情緒青少年得以連結到自己的情緒經驗是重要

的，如同研究者在田野筆記所觀察到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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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以己理情」的團體目標及活動設計

階段
戲劇治療 
理論基礎

核心目標 活動名稱 活動設計

以己
理情

Landy（1994） 
「我-非我」理論

讓青少年回到
「我經驗」進行
敘說，敘說過程
讓青少年得以碰
觸憂鬱情緒下的
多元經驗、多元
情緒

海底總動員
之延伸

引導青少年敘說，在海底
總動員活動後，自己最像
是活動中哪一個角色？為
什麼？

我的故事我
做主

讓青少年演出自己被卡住
的生命經驗，並且在舞台
上讓青少年重新賦予角色
的選擇權，讓青少年得以
重新發展自己的故事

「我看到這些憂鬱症的孩子的情緒其實很單一，因為只有憂鬱，就會變成他

的主旋律，好像生活帶著一個憂鬱的濾鏡，被困在情緒裡面。」（研究者反

思筆記2013-11-11）
憂鬱情緒主宰了青少年的生命，讓青少年無法覺察、碰觸憂鬱以外的各種感受與

經驗。在研究者的行動經驗中，憂鬱並非需要被移除或被治療的負向情緒，而是讓青

少年碰觸除了憂鬱之外的各種情緒感受。研究者的田野筆記也有相似的觀察：「當他

能夠去體驗一個『不是我』的角色，他演這個角色的時候，就會有比較多元的情感可

以跑出來。」（研究者反思筆記2018-11-03）如何引導青少年碰觸除了憂鬱以外的情
緒經驗，是奠基在Landy（1994）所提出我（me）與非我（not me）的理論，當青少
年從劇場中扮演著非我的角色，將有助於青少年經驗與理解到我與非我之間的矛盾，

進而透過戲劇的行動實驗出「似我非我」（not not me）的不同因應方式與生存狀
態，最後再從「似我非我」整合與連結回到「我」（me）。

（四）以群展情

在經歷了前三階段的工作後，團體來到最後一個階段，研究者命名為「以群展

情」。如表4所示，在「以群展情」的階段，憂鬱情緒青少年已經較能述說自己過往
生命經驗的創傷與痛苦：「此時團體的成員述說了彼此很多的無能為力。」（研究者

反思筆記2018-11-15）當成員們在團體中述說這些創傷與痛苦經驗之後，團體成員之
間對於痛苦的普同感已經被建立起來。如同社工的觀察，成員們之間的聯繫變強了，

「對於同儕跟同儕之間關係的凝聚，……他們開始就會一群一群地會私下會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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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管社工訪談2023-04-19）由於研究者所創建的團體方式屬於短期團體心理治療方
案，因此在介入的方法上需要符合時間的限制。在行動初期，研究者曾經嘗試心理劇

技巧為主的介入方法（Moreno, 1975），但研究者卻在憂鬱情緒青少年戲劇治療團體
方案的實踐過程中，發現此介入方法在團體活動的有限時間架構下，容易讓憂鬱情緒

青少年喚起更深的負向情緒經驗，而未能及時予以轉化與梳理，如同研究者田野筆記

的描述：

「初期我們嘗試了心理劇的工作方法，雖然很快就能探詢到青少年們的壓力

情境、創傷經驗，可是當團體結束後，社工們給予的回饋卻是他們反而很容

易陷入了負向情緒中，變得走不出來。」（研究者反思筆記2013-06-19）

表4 
「以群展情」的團體目標及活動設計

階段
戲劇治療 
理論基礎

核心目標 活動名稱 活動設計

以群
展情

Emunah（1994） 
「戲劇性儀式」歷程、
Lahad等人（2013）
「戲劇復原力」理論

讓青少年建立相
互的人際支持網
絡，延續青少年
在真實生活情境
中的相互陪伴

心中的小太
陽

讓青少年圍成一圈，每人
將手心搓熱放在另一人的
背後，象徵溫暖關係的連
結

小小治療師 讓青少年化身成小治療
師，青少年治療師聆聽同
儕的受苦經驗後，用自己
的方式給予回饋與陪伴

戲劇治療學者Emunah（1994）曾指出，心理劇技巧著重於演出者重新經歷創傷
事件，有可能引發強烈而沉重的情緒，亦較為著重單一團體成員（心理劇主角）的生

命故事。在研究者考量團體成員的屬性、心理劇技巧的特性，以及團體可工作的時間

後，逐漸捨棄心理劇的技巧，轉向以「復原力」（Lahad et al., 2013）與「去權威化」
為主的團體帶領策略。

「我們希望他是可以重新詮釋憂鬱這件事情，而不是讓他去陷入憂鬱就是很

悲觀或是很負面，我們可以讓他重新去看待憂鬱，一部分是也可以撕掉憂鬱

症一些負面的標籤。」（個管社工訪談2023-04-19）
研究者的田野筆記描述當時的情景，於是研究者捨棄心理劇技巧之後，轉而強調

如何讓憂鬱情緒青少年相互支持，建立凝聚力，並分享個人故事，即使回到現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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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仍能延續其支持網絡，為本階段的工作重點。

「以往我們的心理治療都很強調情緒探索的深度，但是在與這群孩子工作的

經驗中我卻覺得，在有限的時間底下，團體治療情境與真實生活情境變得很

斷裂。在團體中我們可以談得很深，但是回到青少年的真實生活中卻沒有這

些，……比起治療的深度，我們更應該強調創造一個過渡性空間，讓青少年

能夠彼此支持，治療師的角色也就沒那麼重要了。」（研究者反思筆記

2016-12-04）

肆、討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奠基於研究者17年來運用戲劇治療服務憂鬱情緒青少年之行動研究經驗，
透過團體策劃、行動、觀察、反思的螺旋循環歷程，在實務現場結合「行動」與「研

究」，劃分四個工作階段：心理劇階段、自傳劇階段、復原力階段，以及完備四大工

作方法階段，以回應憂鬱情緒青少年參與團體所呈現之問題與現象。研究者依據行動

援引戲劇治療知識與方法，以及憂鬱情緒青少年戲劇治療團體參與經驗，提出幾點討

論：

（一）工作階段的調整：以多重真實的內在結構平衡客觀真實與主觀真實

鑑於過往憂鬱情緒在認知行為與人際取向治療，多聚焦協助當事人跳脫主觀的負

向認知（Beck et al., 1979）與僵化的人際互動模式（Mufson et al., 2004），使當事人
能更客觀真實地面對自我與生活環境。研究者認為憂鬱情緒青少年的心理困境源於內

在主觀真實的經驗與情緒感受；因此，重要的是回到個人的主觀經驗，協助當事人經

由劇場身歷其境地梳理過往核心的情感經驗，才能使當事人產生新的洞察與行動

（Blatner, 2000），故以心理劇介入憂鬱情緒青少年為出發點。
第一階階段心理劇取向的團體設計，雖採用選取明確的主角，並動員整個團體的

力量解決單一主角主觀真實世界所遭逢的困境，但仍希望重建青少年的創傷場景，嘗

試處理與介入憂鬱情緒青少年客觀真實的壓力與創傷事件，混合客觀真實與主觀真

實，可惜礙於憂鬱情緒青少年在症狀的干擾與有限的語言表達，對於擔任心理劇中的

主角需重新翻動情緒經驗感到焦慮與抗拒，使得團體結束後，憂鬱情緒青少年仍深陷

於低迷的情緒，導致團體成員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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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自傳劇取向的運用，對於創傷事件的詮釋與理解轉向憂鬱情緒青少年主

觀真實的經驗，團體設計雖然著重於「非治療性活動」，企圖翻轉心理劇中導演與主

角的助人者與受助者關係，鼓勵青少年重拾自我的主體性，將戲劇展演的題材由心理

困境延伸至多面向生活經驗的梳理，但憂鬱情緒青少年難以穩定出席團體的創作，加

上自殺模仿效應與逃避觀眾的關注而停擺。

對此，研究者進一步反思前二階段的行動經驗，不論是心理劇取向或是自傳劇取

向，過度聚焦憂鬱情緒青少年主觀真實世界的探索，容易讓青少年浸潤在憂鬱情緒

中，使團體在有限時間架構及預算下，無法有充足時間承接青少年內心的困境，給予

適度轉化及修復，反而使青少年放大生活中的無力感。

在行動的第三階段，研究者導入戲劇復原力的行動策略，將工作焦點由探索與轉

化生活的困境，轉至強化生活中的優勢能力與勝任感，達到正向自我定錨的效果，以

提升肯定自我與憂鬱情緒共處的能耐及因應困境的能力。憂鬱情緒青少年透過「以物

抒情」與「以角體情」的方法，得以投射內在的心理素材，進而談論難以敘說的議

題。研究者也發現透過藝術媒材與角色，以虛擬真實的方式碰觸憂鬱情緒青少年多重

真實的內在結構，一方面，有助於盤點其內在自我的資源與能力；二方面，讓自己不

再過度身陷與擴大主觀知覺到憂鬱狀態下的部分自我。

在行動的第四階段，藉由專業志工能力提升，有效協助憂鬱情緒青少年將生活的

困境，藉由個別與集體的戲劇遊戲與創作中，嘗試且拓展不同的互動方式與故事情

節，模糊主觀真實與虛擬真實的二元對立，可跟自己的經驗作連結，探索與辨識不同

面向的自我，並對於創傷經驗的詮釋與理解重新經驗與建構多重真實的內在結構。整

體而言，從憂鬱情緒青少年戲劇治療團體四個工作階段的調整可看出，以多重真實的

內在結構有助於平衡客觀真實的問題處理與主觀真實個人經驗。

（二）解決實務的困境：以自我對話與增能解決修復創傷的阻抗

Ingram與Price（2001）指出，憂鬱情緒當事人的心理病理脆弱因子往往是「潛伏
的」（latent），脆弱因子並非經常可被觀察得到，而是在面對壓力或是某些特殊情
境，脆弱因子才會被「促發」（priming）。青少年對於團體治療的情境較少熟悉
感，不論是第一階段的心理劇取向，或是第二階段的自傳劇取向，皆需要青少年有較

多的自我揭露，團體治療情境造成憂鬱情緒青少年產生過多的自我揭露壓力，青少年

無法負荷，導致團體成員的流失。研究者並非否定心理劇取向的作法，而是在結合

「行動」與「研究」的歷程中，為進一步解決憂鬱情緒青少年參與團體阻抗，提高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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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經驗與深度（Shechtman, 2004），重新思考不同戲劇治療理論與團體「適切性」的
議題，重新策畫、行動、觀察與反思。由於心理劇取向強調單一主角的治療模式，同

時強調輔角的運用，但在主角與輔角進行角色交換過程中，憂鬱情緒的青少年受限於

症狀及有限的語言表達，無法負荷高強度的治療情境，加上青少年較難理解心理劇治

療對自已的幫助為何，容易對治療產生阻抗。研究者依據此一觀察及反思，希望為行

動取向心理治療運用於憂鬱情緒青少年尋找新的策略方法。

因此，研究者在復原力階段行動重點在於避免青少年需要在團體中進行過多的自

我揭露，避免其脆弱因子受到促發。此研究結果符合陳毓文（2004）所說，憂鬱情緒
的協助與處遇目標在於移除脆弱因子，並建立青少年於生活脈絡的保護因子。故，在

行動的第三階段，研究者不再強調創傷場景的再現與修復，而是讓憂鬱情緒青少年透

過虛擬的角色與戲劇的創作，連結與重現自我的生活脈絡，進而探索生活脈絡中的保

護因子，強化憂鬱情緒青少年對自我生命中復原力的看見，穩固其與憂鬱情緒共處的

能力。

完備四個工作方法的階段，藉由專業志工的引入，對於憂鬱情緒青少年能產生正

向的依附與情感連結，使憂鬱情緒青少年面對自我創傷經驗時能產生「有伴同行」的

情感支持，並增添其復原力，提升「有路可走」的自我強度；同時，在互動過程中，

憂鬱情緒青少年亦有機會觀察與參考專業志工的認知思維方向，削除原本僵化的認

知，進而對於生活困境發展出新的認知，增加自我對話的可能性。

（三）完備四大工作方法：在隱喻中弄假成真

Beck等人（1979）研究指出憂鬱症患者因為認知的扭曲，形成了負向的自我認知
基模（negative self-schemas），深陷於憂鬱情緒當中，因此需從認知的角度加以協
助。但同時，亦有學者認為認知行為治療不適合幼兒，或難以用語言表達自己的兒童

或青少年（Feniger-Schaal & Orkibi, 2020）。因此，在憂鬱情緒青少年戲劇治療團體
方案的執行過程中，研究者大量使用戲劇性遊戲與集體創作創造出安全的空間，使青

少年得以在「玩」的氣氛下，與自我、與同儕、與環境重新進行互動。如同Iordanou
（2019）認為，戲劇治療可以創造出一個介於虛擬世界與真實生活的過渡空間，透過
真實或想像的角色，讓創傷經歷得以被重建、挑戰並最終被接受。研究者也發現，第

三與第四階段藉由戲劇復原力的介入，發展「以物抒情」與「以角體情」問題外化的

工作方法，有效拉出彼此分享討論安全的心理距離，此過渡空間能協助憂鬱情緒青少

年脫離長期沉浸的內在憂鬱情緒狀態，藉由遊戲中物件具象化內在壓抑的情緒，並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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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虛擬角色扮演，復甦自我的感官知覺，拓展多重真實的情感經驗，找回身體的控制

感與勝任感。「以己理情」與「以群展情」完備四大工作方法，有助於憂鬱情緒青少

年梳理自身內心難以言說的生命經驗，開啟自我與人際社會的重新連結，進而提升與

他人互動的意願，延續團體情誼，在生活中彼此支持，達到弄假成真的效果。

此外，在戲劇治療的觀點中，虛擬也是真實的一部分。四大工作方法藉由象徵與

隱喻引導青少年以藝術媒材與想像的虛擬角色，看似無法觸及青少年的創傷事件核

心，但卻可以在安全的、較遠的心理距離底下，談論各種感受。一方面，可將原本受

困於憂鬱情緒的經驗予以客體化與具象化，有助於青少年把被壓抑的生命經驗表達出

來；二方面，間接隱喻角色透過故事化的討論與演繹方式，不會造成青少年在自我揭

露過程中產生心理負擔，減少對參與團體的阻抗。如同Jones（1996）認為，隱喻是
從一個客體到另一個客體的過程，使當事人能產生足夠的心理距離，去談論難以言說

的內在經驗。當青少年透過象徵與隱喻將內在片斷零碎的情感經驗予以表徵化時，團

體的戲劇舞台提供一個不受評價的創作空間，讓青少年可以發揮想像力，藉由個別或

集體的創作，將彼此看似無關聯的象徵與隱喻整合為新的腳本，達到故事化效果。誠

如McAdams（2011）所說，我們都是說故事的人，我們試著將生活中的事件連結成
故事，將混亂的經驗連貫起來，走向一條不斷建構的生命過程，我們生活在自己建構

的故事中，我們也成了我們所說的故事。即便青少年故事裡的角色並非真實存在，故

事情節的發展亦可能與客觀真實完全無關，但青少年卻投射了部分的心理真實到此虛

擬的角色及幻想故事情節上，進而創造劇場「彷彿」（as if）的機制，帶來認知移
動。使青少年得以在新的故事架構中，提供自己新的思考視框，也創造新的意義感，

最終能連結自己生命經驗，為自己的困境重新找到出路，完成弄假成真的旅程。

（四）專業志工培訓的重要性

青少年處於重視同儕認同與關係建立的發展階段，透過同儕人際互動經驗影響、

形成其自我認同（謝麗紅、陳尚綾，2014；Ross & Heath, 2002）。然而，在憂鬱情緒
青少年戲劇治療團體中，為了創造同儕支持效果，基金會一開始與學校系統工作模式

採開放憂鬱情緒青少年邀請好朋友共同參與的方式，期待能為憂鬱情緒所困擾的生活

經驗，產生同儕支持與情感連結（吳中勤，2014），提升團體中的普同感與凝聚力，
但礙於青少年常受憂鬱情緒的影響，處於負向的自我、人際與環境的負向歸因模式，

陷入集體的無力感與挫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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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才將同儕支持對象轉向大學生關懷志工，開展出一對一的陪伴工作，藉由

青少年年紀相仿的大專生，理解憂鬱情緒青少年遭遇的症狀干擾，使其發揮正向觀眾

的效應。一開始志工培訓時間較短，角色沒有明確任務分工，導致立即性反應與團體

效果不如預期，故開展出專業志工培訓工作，明確劃分志工角色與工作任務，有效發

揮示範、支持、陪伴、觀察等功能，給予情感的支持與同理；同時，專業志工也能在

憂鬱情緒青少年分享討論中，適時給予正向回饋，轉化憂鬱情緒青少年對自我的負向

認同。此結果呼應以往研究發現同儕團體對於青少年的支持與復原有著重要影響力

（王齡竟、陳毓文，2010；Young et al., 2005）。此外，專業志工亦能將團體互動中
的觀察與反思，反饋給社工及團體帶領者，供作團體設計與執行調整方向的重要參

考。

二、研究建議

鑑於憂鬱情緒青少年戲劇治療團體方案已經執行17年，研究者建議未來研究可從
參與者（包含曾接受服務憂鬱情緒青少年與參與志工）的觀點，進行追蹤調查，邀請

他們在參與此方案對於重返生活、社會環境後適應的影響，一方面，多面向的記錄憂

鬱情緒青少年戲劇治療團體方案成效；二方面，進一步評估戲劇治療團體拓展至社區

的可能性。此外，根據研究結果，研究者在實務工作中提出幾點建議：

（一）戲劇治療工作取向的選擇：不同戲劇治療取向需搭配不同的工作條件

憂鬱情緒青少年戲劇治療團體方案因應不同階段的實務環境與資源，調整方案的

目的與工作方法，在17年間歷經心理劇、自傳劇、行動的復原力與完備四大工作方法
的階段，一方面，涉及不同戲劇治療取向有不同的治療目的與工作重點；二方面，也

涉及不同階段工作條件的差異，例如：初期的心理劇階段重回創傷現場，需考量憂鬱

情緒青少年創傷狀態與心理強度，而自傳劇的取向需要青少年高度的自我揭露，以及

長時間的團體工作歷程才能抵達自傳劇的演出。

因此，研究者建議戲劇治療工作者與青少年實務工作者，在協助憂鬱情緒青少年

時，可衡量當事人的身心狀態（包含參與意願、創傷狀態與心理強度），評估可運用

的資源、條件以及團體可投入工作的時間等團體方案資源，彈性運用不同取向的戲劇

治療技術。換言之，若青少年具有較高的參與意願與心理強度，團體具備專業戲劇治

療或心理劇工作者，並能投入長時間的團體歷程下，研究者建議可採取以個人真實生

活或創傷經驗為題材，使用經驗再現與戲劇行動來修復個人核心議題的工作取向，如

心理劇與自傳劇工作模式。相對而言，參與者若多屬非自願案主，對治療歷程呈現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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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阻抗，團體工作者較缺乏戲劇治療完整訓練下，團體接觸的時間與頻率較低時，

研究者建議採趣味性較高的虛擬創作素材，較著重集體合作與歷程導向的工作模式，

如戲劇性遊戲與即興劇來提升成員的復原力。

（二）對團體方案活動的建議：以非治療性活動催化生命故事

對於憂鬱情緒青少年而言，僵化且負面的情緒形成他們生命的主旋律，使其難以

轉化自身觀點進行自我揭露。然而，對於創傷事件的詮釋與理解，研究者認為「非治

療性活動」是戲劇治療工作者與青少年實務工作者重要的介入策略，有助於催化憂鬱

情緒青少年將生活關注的焦點從自身的無力感、挫敗感，投注至戶外活動環境與團體

情境中好玩有趣的事物，進而在人我互動與戲劇創作中，協助憂鬱情緒青少年重新安

放個人所屬社會文化脈絡，認識個人的優勢能力與勝任感，能逐漸將自我的生命經驗

予以「故事化」，而非直接介入處理憂鬱情緒青少年難以解決的問題。

對此，研究者建議戲劇治療工作者與青少年實務工作者，可在團體方案中透過

「非治療性活動」比重的調整，逐漸塑造一個輕鬆、友善的環境，讓憂鬱情緒青少年

暫時離開生活的壓力，透過活動打開對環境的五感知覺，找回自己身體的存在感，重

建自己與身體關係，以達到安頓身心的目的，進而探索自我內心世界，梳理內心難以

言說的故事，達到正向自我定錨的效果，為憂鬱情緒青少年後續的治療建立良好基

礎。

（三）對運用四大工作方法的建議：藉由象徵與隱喻角色整合新腳本

本研究從戲劇治療的角度出發，有別於認知行為治療，而改以象徵與隱喻角色協

助青少年認知改變的治療路徑。象徵與隱喻角色的運作機制在於「似我非我」

（Landy, 1994），透過間接的方式讓青少年談論自己，讓憂鬱情緒青少年可以避免因
為直接談論自己而帶來壓力，或者重複經驗到負向感受，具有實務工作上的優勢。同

時，象徵與隱喻角色因為奠基在虛擬世界中，能夠容納多元的可能性，有助於憂鬱情

緒青少年能以「實驗」的角度嘗試新的行動，進而拓展認知架構與對自我的評價，不

用承擔行動的後果。

對此，研究者建議在憂鬱情緒青少年戲劇治療團體中，依照服務對象的需求與專

業資源，彈性使用四大工作方法。戲劇治療工作者與青少年實務工作者可從多元真實

的角度著手，透過創造力，模糊虛擬與真實的二元對立，並以象徵與隱喻角色創造心

理距離作為工作切入點，抵達「虛擬現實」，一方面，可降低憂鬱情緒青少年在團體

中的抗拒行為與負向認知；二方面，可透過隱喻將「新的認知」帶入憂鬱情緒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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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的認知基模當中，促進認知上的移動；三方面，有助於憂鬱情緒青少年投射個人

的心理真實，在虛擬與真實中探索與辨識不同面向的自我，有利於個人碰觸多重真實

的內在結構，進而整合出新的生命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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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explores the local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drama therapy among adolescents suffering from depression. 

This study not only adopts the action research method, combining "action" and "research,” but also summarizes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researcher and a domestic foundation in cooperating with a drama therapy group 

program for depressed adolescents from 2003 to 2019. The content was analyzed through the researcher’s notes, 

interviews and records from the social worker in the group, interview records of the case managers from the 

domestic foundation, and group termination report and annual working report. With seventeen years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implementing drama therapy group programs for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on, the proces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drama therapy theories used. First, at the psychodrama stage, we 

delve deeply into adolescent trauma issues and deal with their effects. Second, at the autobiographical drama stage, 

we catalyze young people to perform their life stories on stage. Third, at the resilience stage, we use the 

perspective of drama resilience to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abilities of adolescents. After the aforementioned steps, 

we complete the four working methods in the final stage. We train professional volunteers and complete the four 

major tasks of the drama therapy group program for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on, comprising "relieving emotions 

with objects,” "experiencing emotions with roles,” "organizing emotions with self," and "expressing emotions in 

groups.” In the “relieving emotions with objects” period, the researchers found that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on 

could gradually become involved in groups with less burden and low participation. In the next period of 

“experiencing emotions with roles,” the researchers further focused their work on helping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on get closer to their emotional experiences through virtual characters and stories. After the first two 

stages, the researchers noticed that the group gradually entered the core of the work. Thus, adolescent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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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ression gradually become willing to talk about themselves and build trusting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peers 

rather than remaining relatively withdrawn, uninterested, and in a low-energy state. Meanwhile, they can be 

further helped to express their thoughts about their feelings. Moreover, the researcher found that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on were better able to talk about the trauma and pain of their past life experiences in the final stage. When 

members share their traumatic and painful experiences in a group, a common sense of pain among group members 

is established,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embers is strengthened. From the adjustment of the four working 

stages of the drama therapy group program for depressed adolescents, the program balances real problem-solving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with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multiple realities. Besides solving the resistance of repairing 

trauma with self-conversation and empowerment, as well as making the metaphor come true through four working 

methods, they all benefit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on by reconnecting with their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s. Finally, 

this study provides three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drama therapy practitioners and youth practitioners. The 

suggestions mentioned that workers should consider the traumatic status and psychological intensity of the parties 

involved, evaluate the available resources, conditions, and the time the group can devote to work, and flexibly use 

different orientations of drama therapy techniques when assisting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on. Additionally, 

catalyzing life stories with nontherapeutic activities and integrating new scripts through symbolic and 

metaphorical roles might engender some positive effects when conducting the project for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on. For example, it can establish a stable base for the follow-up treatment and inner exploration of 

adolescents experiencing depression and also help them project their personal psychological reality, as well as 

explore and identify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mselves in the virtual and real worlds.

Keywords: Action research, adolescents, depressive mood, drama therapy, group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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